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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管控的

正当性研究：一个比较的视角*

牛文浩

（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常常会出现“哄抬物价”的现象，而政府在对这种状况进行治理时

所普遍采用的价格管控措施面临着经济学中“会降低市场供给的效率”“损害交易自由”等主

张的质疑。回应这些质疑需要对政府限价行为的正当性基础进行研究，比较不同的正当性原

则，有助于为这种正当性找到一个合理的基础。已有研究多从风险承受能力较差的“弱势者”

视角出发。运用密尔的“伤害原则”梳理和完善此类正当性原则，表明它们虽有合理性但却存在

着方法论层面的缺陷，即没有考虑到其他群体合理的反对理由，无法通过斯坎伦的契约主义

方法中“不可合理反对”要求的检验，因而并不能为限价的正当性提供证成。基于“法律道德主

义”原则，从放任价格上涨的“受益者”视角出发重构政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原则同样不能满

足“不可合理反对”的要求。相比之下，从“共同体”视角出发，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避免对于作为共同善的集体行动的伤害”这个原则是各类群体都难以提出合理反对的，可以

为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管控措施的正当性提供证成。这种正当性原则有利于为政府的价

格管控措施确立更适当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有助于促进国家突发事件治理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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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洪水、地震、台风、传染病疫情等重大突发

事件会对政府的治理提出很多新的问题与挑

战，不仅会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往

往会造成物资的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商家

会趁机“哄抬”紧缺的必需品价格，从而加剧受

灾群众的生活困难。例如，当新冠肺炎疫情在

我国突发时，因为需求量的激增，同时隔离、封

闭式管理等疫情防控措施造成商品供给量的减

少，许多生活必需品——比如防疫所必需的口

罩、消毒液以及粮油蔬菜等的价格都曾在部分

地区出现过大幅上涨的现象。针对这种“哄抬

物价”的行为，各地政府都普遍采取了限价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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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在多数民众

对严惩哄抬物价的商家拍手称快的同时，也有

一些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对政府采取的限价

举措提出了反对，他们认为政府通过限价来干

预市场的行为会损害市场供给的效率和“价格

信号”的作用机制，也是对“交易自由”的不合

理干涉。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中常见，甚至有三位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都曾提出过“应该奖

励‘发国难财’”的观点，并得到了不少人的支

持。[1][2](P3-4)同时，一些商家也对限价的具体标

准和尺度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

那么，政府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所采取的限

价措施是否合理呢？回答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对

实际的和可预见到的政策后果作出准确的描述

与判断，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后果的价值内涵

进行恰当的规范性分析。[3](P9-10)而对于类似的政

府管控措施的规范性分析都涉及到一个经典的

政治哲学问题，即“政治正当性”问题——强制

性的公共权力何以能够被证成？[4]具体到限价

问题上，就是政府强制性地禁止商家在重大突

发事件中对所销售的必需品随意涨价的权力在

何种意义和何种程度上能够具有正当性？ 

一些政治哲学家和伦理学家已经从这个角

度对经济学中“鼓励发国难财”的观点提出了

一些批评，[2](P2-8)[5]但这些批评基本都存在分析

视角过于单一的缺陷。它们都把注意力聚焦在

最容易从“哄抬物价”的行为中受到伤害的弱

势者群体上，而没有对来自其他视角的反驳理

由作出充分的回应。

从托马斯·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方法角度来

看，这其实是方法论层面的缺陷。契约主义方

法认为，一个道德原则或判断是正当的还是不

正当的取决于其是否是没有人能够合理地反

对的。[6]根据这种方法，要想证成重大突发事件

中政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就需要比较不同的正

当性原则中哪一个更能满足“不可合理反对”

的要求。而只从“弱势者”视角出发来论证政

府限价措施的正当性因忽视了社会中的其他群

体，尤其是能够从价格上涨中受益的群体所持

有的理由，所以会遭到后者的合理反对，并不足

以证成限价的正当性。面对这种缺陷，就需要

继续探究其他“不可合理反对”的政府价格管

控正当性原则。一种似乎顺理成章的思路就是

把关注点切换到弱势者视角原则的反对者，即放

任价格上涨的“受益者”身上，考虑有哪些可以

证成限价措施正当性的原则能够说服他们。如

果一个正当性原则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就

很有可能不会再遇到其他的合理反对。另一种

思路则是从包括社会中各类群体在内的“共同

体”视角出发，考虑能否从“共同善”的价值目标

出发提出一种各方都难以合理反对的限价正当

性原则。

文章将在完善或 建 构这三种不同视角下

的限价正当性原则的基础上，依据“不可合理

反对”的标准对它们进行比较，从而表明“共

同体”视角的正当性原则是一种更合理的政府

价格管控正当性原则，可以为政府在重大突发

事件中的价格管控措施的正当性提供证成。同

时，这一原则也可依据“共同善”这一价值目标

的实现与否来为这种正当性设定恰当的限度。

这一结论不仅有利于回应那些针对政府限价措

施的反对意见，还有利于政府确立更合理的政

策目标及政策工具，有助于提升国家治理重大

突发事件的现代化水平。

二、“弱势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

有望为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中政府对各类生

活必需品所采取的强制性限价举措提供证成的

第一类原则源自对弱势群体因物价上涨而遭受

伤害的关注，这是已有研究主要采取的思路。

（一）“弱势者”理论对反对政府限价观点

的回应

有学者从“弱势者”的理论视角出发对反

对政府限价的学者所提出的理由作出了回应，

认为这些理由往往都忽视了那些原本就处于经

济收入上的弱势状态，而在重大突发事件之后

处境更为艰难的群体。这些学者对放任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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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的支持通常都诉诸于市场本身在保障生活必

需品供给中的高效性，并认为限价的政府举措

会破坏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据他们的观点，市

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活必

需品价格的上涨会鼓励更多的生产者参与商品

的生产，而更多的产出显然有助于更好地满足

人们的需要。第二，“价高者得”的市场供给机

制还能够促进生活必需品的有效分配。因为可

以认为当商品价格比较高时仍然进行选购的民

众才是真正急需这些商品的，高价格可以排除

掉一些并非急用、而是为了保险甚至投机而囤

积商品的消费者，不允许涨价则会助长囤积商

品的行为，不利于将商品分配给急需的人。第

三，市场还可以通过“价格信号”的作用推动商

品价格回落。如果允许商品价格自由上涨，当

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之下参与供给的商家大量增

加，出现供大于求之后，商品的价格就会自然回

落，以达成新的供需均衡。[7]

在“弱势者”理论的支持者看来，这些观点

在经验和规范层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在经验

意义上，一方面，以“高价购买商品的意愿”来

衡量对商品的急需程度是不可靠的，这会导致

把商品卖给出价高者并不表明实现了“有效”的

分配。由于边际收入的同等减少对于贫困者的

影响要大于对富人的影响，富人会更倾向于为

急需程度并不高的商品支付高价格。例如，在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付出100元购买一个N95

式口罩对一个亿万富翁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

一名月收入仅有10 0 0元的贫困者来说就是一

个巨大的负担，所以即使贫困者比富翁更急需

这个口罩，会毫不犹豫地购买口罩的仍然会是

富翁。弱势者不购买高价必需品并不一定是因

为他们并非真正急需这些商品，而是因为要付

出的代价过高，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更大的不

利影响。因此，采取价格管控措施之后以愿意

付出的时间成本——即排队等待购买必需品的

意愿来衡量对商品的急需程度可能是一个更为

合理的标准。另一方面，通过允许自由涨价来

限制囤积行为是没有必要的，甚至可能是无效

的，如此就会造成商品分配的无效性。第一，在

重大突发事件中囤积紧缺的生活必需品的行为

会受到“可能被其他人谴责”的“社会规范”的

约束，这样就没有必要通过提高价格来限制囤

积；第二，高价格只是将潜在的囤积者限制在了

高收入的人群中，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地减少囤

积行为；第三，哄抬物价甚至可能还会增加囤

积行为。因为对信息不充分的理性行动者而言，

高价格是一个指示商品稀缺的重要信号，这会

鼓励人们对这些商品进行囤积。相比之下，维持

低价格则有可能使得人们相信这些商品的价值

较低，因而根本不值得囤积。[5]因此，认为放任

商品价格上涨可以实现商品有效分配的观点在

经验上是难以成立的。

从规范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上述反对限价

的理由其实都可以被阐释为功利主义的观点，

即认为重大突发事件中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自由

上涨有利于实现社会幸福的最大化，因而是正

当的。比如，更多的产出和商品价格的回落都有

助于每个人幸福的提升，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

整体的幸福值。如果真的是这样，对必需品进

行限价的正当性就会遭到“不利于实现社会幸

福最大化”的反对。

假 定“功利主 义”的确是 一种用 来评 判

“限价”与“放任价格上涨”哪种方案更具有

正当性的恰当理由，问题在于上述观点在进行

幸福总量的计算时并未充分地关注社会中的

“弱势者”，即那些短期内因买不起高价必需

品而遭受风险与痛苦的人们对整体幸福的不利

影响。[8]如果考虑到在达到新的供需均衡之前

必需品涨价给此类人群带来的沉重负担，涨价

还能否实现社会幸福的最大化就是非常值得怀

疑的。[2]( P6 )尤其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由于生

产、运输不畅，正常的市场竞争受到限制，必需

品的供应商很有可能在局部地区形成垄断，而

垄断价格对弱势者的伤害显然是更大的。[5]这

样的伤害累加起来就会对社会总体幸福造成较

大的削弱。

更重要的是，由于像“功利主义”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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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理解的生活必需品是维持个人生命健康的

基本条件，显然也是个人产生关于好生活的自

我理解，进而过上这种生活的“关键性善”，因

此“尊重个人”的价值要求保障人们能够获取

这些必需品。

当必需品处于稀缺状态时，至少应确保每

个人都有获得“关键性善”的均衡性机会。例

如，在新冠肺炎疫情初发时，由于口罩成为一种

保护人们身体健康的“关键性善”，每个人都应

得到获取这种紧缺商品的均衡性机会。在初始

意义上，保障这样的机会是所有人的道德义务，

而与那些处在需要状态，却又无力满足自身需要

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则有助于确定每个人义务

的具体内容。比如，根据罗伯特·古丁的观点，当

A的基本需要的满足依赖于B，即如果B不帮助A

满足这种需要，A将得不到其他帮助时，B就有

满足A的需要的特殊义务。[13]具体到重大突发事

件的情境中，在灾区经营生活必需品的商家所

承担的“满足他人基本需要”的义务可以依据

这种“依赖关系”来确定——由于居民通常都依

赖于附近的几个特定的商家来购买生活必需品，

当灾难发生时商家就有义务去帮助这些居民满

足其基本需要，至少是有义务使得他们都有获

取紧缺必需品的均衡性机会。[8]

由于商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哄抬物价的行

为给予了共同体中最富有的群体以最大的获取

稀缺资源的机会，从而破坏了这种“均衡性”，

违反了上述义务，所以对弱势者的正当利益和

权利造成了伤害。而政府进行强制性的价格管

控则有助于避免这种伤害，因而有理由认为其

具有正当性。

（三）“弱势者”理论的缺陷

“弱势者”视角的理论对支持放任价格上

涨的观点的反驳显然是有说服力的。而“弱势

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由于符合人们的直觉性

判断，其合理性也易于为人们所接受。但从方

法论角度来看，此类原则其实是存在缺陷的。

根据斯坎伦的契约主义方法，如果一个道德原

则是可以被合理反对的，那么它就不能被最终

后果主义理论都普遍存在着“只考虑价值总量

的大小，而没有充分地尊重个体独立性”的问

题，[9]其本身也并不足以作为判断政府行为是

否正当的充分性标准。因此，即使在重大突发

事件中政府放任必需品价格上涨真的能够实现

社会幸福的最大化，作为这种最大化的“牺牲

者”的弱势群体还是可以对这样的做法提出合

理的反对——他们的正当利益完全被无视了，

这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尊重。

（二）“弱势者”理论对政府价格管控正当性

的证成

从“弱势者”的角度出发，也可以提出一些

支持政府限价具有正当性的原则，这些原则都

可以用“避免对弱势者的伤害”来加以概括。由

约翰·密尔提出的“伤害原则”可以说是影响最

大的正当性原则之一，根据该原则，“避免对他

人的伤害”是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具有正当性的

主要依据。[10](P10)在乔尔·范伯格对“伤害”所做

的著名界定中，伤害意味着对他人利益的阻碍

或者对他人权利的侵犯。[11](P30-137)而在密尔看

来，如果一个人不去做有义务做的事，对其进行

强制也是正当的。[10](P13)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弱势者基本需要的满

足是他们的一项重要的利益和权利，所以如果

商家有义务去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而哄抬物

价的行为违背了这种义务，就会对弱势者造成

伤害。因此，政府的强制限价措施可以因为能够

避免这种伤害而具有正当性。

通常认为，当有人没有能力满足自己的基

本需要时，是可以证成其他（有能力的）人满足

这种需要的义务的。[12]由杰里米·斯奈德提出

的“确保每个人获取关键性善的均衡性机会”

这个原则可以被视为在商品紧缺的条件下“满

足 基 本需要”的具体要求。根 据斯奈德的观

点，这个原则的价值基础是对每个人的平等尊

重。在“积极”意义上，对某个人的尊重要求在

他形成关于好生活的观念并按照这种观念生

活的过程中提供相应的支持，尤其是要保证其

具备发展这种观念所需的基本条件。我们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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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正当的。而弱势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其

实是可以被合理地反对的。例如，马特·茨沃林

斯基提出：政府的价格管控措施未能充分尊重

商家与消费者以“市场出清”价格达成经济交

易的选择，这种措施释放出一种“信号”，即个

人为自己作出的决定是不重要的，法律将为个

人决定哪些交易是其可以参与的。[7]这一批评

可以被看作是对经济学家认为限价损害了交易

自由的观点的进一步阐释。根据这种观点，可以

说尽管放任价格上涨可能会伤害社会中的弱势

者，但为了避免这种伤害而采取的强制性限价

也会伤害到期望买卖高价必需品的消费者和商

家，因为这是对他们的自由交易权利的否定。由

于即使是弱势者也能合理地接受“交易自由”

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价值，这就对基于“避免伤

害弱势者”这个理由的价格管控正当性原则提

出了一种合理的反对意见。在“弱势者”理论对

反对政府价格管控的观点所作的批评中，这种

反对并未得到恰当的回应。

此外，只考虑保护弱势者的价格管控措施

还有可能造成将突发事件给弱势者带来的损害

转嫁到商家身上的问题，这对于商家来说也是

一种不公平的对待。例如，在我国新冠肺炎疫

情爆发初期，许多口罩的经销商因为成本的增

加以及政府对价格的严格管控，销售口罩已经

没有利润，甚至是亏损，因而不再愿意进货。[14]

在限价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不少地方政

府都以一个固定的购销价格上浮比例（15%—

35%）来作为判断“哄抬物价”的标准，甚至出

现口罩单价由0.6元上涨到1元就被处以4万元罚

款的情况。[15]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也可以构成一

种对纯粹弱势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的合理反

对。因此，根据契约主义的方法，可以说仅从弱

势者的视角出发所提出的正当性原则并不足以

证成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

三、“受益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

根据上文的分析，“弱势者”视角的缺陷主

要在于其完全忽视了价格管控政策所涉及的另

一相关方，即商家，或者是假定了“保护弱势”

的价值可以完全压倒商家的价值诉求，这种忽

视或者假定是武断的。事实上，如果将分析的

视角转向重大突发事件中放任必需品价格上涨

的主要“受益者”——供应必需品的商家，包括

必需品的经销商及生产厂家也可以提出一种政

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原则。这种原则中所包含

的是商家接受限价措施的合理理由，并且与“弱

势者”视角的正当性原则也是一致的，因而有

可能更好地满足契约主义方 法“不可合理 反

对”的要求。

（一）“受益者”理论对政府价格管控正当性

的证成

从“受益者”视角来看，在重大突发事件中

哄抬物价的行为虽然能够提高他们的经济收益，

但有悖于“做道德的人和事”这一目标，而这对于

人们来说也是一种“道德利益”。一方面，商家在

突发事件期间哄抬物价的行为是对那些以高价

购买了必需品的消费者的剥削，尽管这种剥削并

不一定造成了范伯格所谓“阻碍利益”或者“侵

犯权利”意义上的伤害，但仍属于一种不道德的

行为；另一方面，借突发事件之机谋取暴利的行

为所展现出的“贪婪”“自私”的个人道德特征也

是与“美德”相对的“恶”。

根据“法律道德主义”理论，政府的限价举

措可以实现“促使商家做道德的人和事”的目

标，有助于实现商家的道德利益，这就为限价的

正当性提供了一种证成理由。“法律道德主义”

认为，对于未造成伤害的不道德行为和品质也

可以进行正当的强制。[16]这个原则的其中一种常

见的形式就是所谓的“道德家长主义”。按照这

种理解，其一，每一个不道德的行为选择都会损

害选择者自身幸福的某个方面，是一种自我堕

落的体现；其二，国家有责任保护个人不在道德

上自我堕落，也就可以正当地阻止个人做不道德

之事，或者表现出“恶”的道德品质。[17]根据这

种观点，政府强制性地限制商家涨价的正当性

并非来源于对弱势者的保护，而是来自于对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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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德的事、或者展现出“恶”的商家的“道德

利益”的维护。

然而，对于哄 抬 物价的 行为所 造 成的剥

削是否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其实是存在争议

的。广义的“剥削”意味着不公平地占他人的便

宜，利用他人的脆弱性为自己谋利。[18]由于突发

事件使得受其影响的人们普遍处于一种易受侵

害的脆弱地位——比如“新冠肺炎”病毒就使

得人们的生命健康具有这样的脆弱性，而此时

商家以高价售卖脆弱的个体所急需的基本生

活必需品的行为明显是一种“趁人之危”的做

法，因而构成了对以高价购买必需品的消费者

的剥削。

茨沃林斯基也承认这种剥削的存在，但他

认为一种“未变差主张”可以表明，这种剥削

并不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所谓“未变差主张”

是指，如果A有权不和B进行交易，而B选择和A

进行了交易，则与不和A交易相比较，B的状况

只要没有变得更差（或者是变得更好了），A的

交易行为就不可能是严重错误的。基于这种主

张，茨沃林斯基提出，由于高价售卖生活必需

品至少也让一些人用上了这些必需品，在这个

意义上商家是为消费者提供了“帮助”，因而消

费者的状况不可能比不向他们提供任何这样的

“帮助”还要糟糕，无论是从后果主义还是义

务论的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因此，高价售卖生

活必需品的行为至多是一种并不存在严重道德

错误的剥削行为。[7](P356-357)

但实际上，茨沃林斯基的观点只考虑了“能

否买到所需商品”这一个方面的得失，而忽视了

买卖的互动关系本身所包含的道德错误，因而

是有失偏颇的。基于“互动原则”可以比较好地

说明这一点。根据这一原则，在特定情境中如果

A与B之间存在着互利的和有共识的互动，则A

就有为B提供特定好处的特殊道德理由，即使

除了这种好处B还能从互动中获得其他益处。

换言之，如果A没有选择与B互动，这种理由则

是不适用的。在商品买卖的互动关系中，“不得

剥削消费者”就属于一种这样的理由。例如，

根据鲁斯·桑普尔的界定，剥削的错误体现在

贬低或者未能尊重他人的内在价值，其中一种

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无视他人福祉或繁荣的

实现”。[19]尽管商家哄抬物价的行为在客观上

使得那些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不在乎必需

品高价格的人比弱势者更容易获得相关商品，

但由于这种行为的目的并不在于此，而仅仅在

于利用他人对紧缺必需品的需求来为自己谋取

暴利，其明显体现出一种对消费者“基本需要

满足”本身的重要性的无视，或者说是把消费

者完全当作了谋利的手段，因而是对以高价购

买必需品者的一种“贬低”或者“不尊重”。根

据这种观点，即便在“更容易得到所需商品”和

“获取利润”的意义上以高价买卖生活必需品

的双方是“互利性”的，不构成一种典型的“伤

害”，利用他人的脆弱性获取暴利的行为仍然

包含着“剥削和贬低他人”的道德错误，并且这

种错误是无法通过“更容易获取生活必需品”

这样的“利益”而得以弥补的。①相比之下，没有

购买高价商品的人则由于未和商家之间产生互

动关系，也就没有受到剥削。

因此，可以说商家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以高

价售卖必需品的行为违背了仅当必需品买卖的

互动关系实际成立时才适用的“避免剥削所造

成的对他人的贬低与不尊重”这个原则，所以包

含着严重的道德错误。

（二）“受益者”理论的缺陷

总之，即使我们承认能负担得起高价必需

品的消费者与哄抬物价的商家达成了某种意义

上的“互利”交易，商家还是对消费者进行了

剥削，这可以被视为一种“无伤害”的道德错误

行为。[18](P188,223-224)不仅如此，商家在重大突发

事件中哄抬物价的行为还展现出“贪婪”“冷

漠”“自私”等与“愿为共同体作出牺牲”的公

民美德相悖的“恶”的道德特征。[2](P7)根据道德

①一些弱势者可能也被迫选择购买了高价商品，与非弱势者相比，商家对他们的剥削显然是具有伤害性的，因而对

他们来说还是可以适用伤害原则而对政府价格管制的正当性提供一种证成。



第4期 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研究：一个比较的视角 ·33·

家长主义的观点，如果商家也能够合理地承认

做道德的事或者展现出好的德性对他们来说是

重要的价值，他们在初始意义上就也有理由接

受阻止他们做出不道德的事以及展现“恶”的

道德特征的法律强制是正当的。

问题在于，能够负担得起高价必需品的消

费者以及商家还有可能对这种理由提出合理的

反对：一方面，前者还是可以主张强制性的限价

措施没有充分地尊重自己以任意价格购买必需

品的自由选择权，即使这种选择包含着受到商

家的剥削，他们可能还是情愿拥有这一选择；

另一方面，后者则有可能抱怨“道德家长主义”

的观点没有尊重他们进行自我价值排序的自主

性。道德家长主义和一般的家长主义一样，都以

“为了你好”作为强制个人的理由，区别只在于

道德家长主义关注的是个人的“道德利益”。而

家长主义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就在于其总是将国

家对个人价值的判断强加给个人，无视个人自己

做出价值权衡和决断的能力。[20]同时，即便商

家承认“做道德的人和事”是重要的价值，他们

还是有可能会认为“自由选择”的价值更加重

要，从而在权衡之后仍然反对政府的限价行为

具有正当性。因此，从“受益者”视角出发提出

的正当性原则并没有比“弱势者”视角的正当

性原则更好地满足契约主义方法“不可合理反

对”的标准，因而还是不能证成重大突发事件

中政府价格管控的正当性。

四、“共同体”视角的正当性原则

上文的论述表明，一种“不可合理反对”

的政府价格管控正当性原则只有在能够处理

好相关各方的价值诉求之间的冲突时才有可能

实现。但在限价问题上，消费者（尤其是弱势

群体）和商家的诉求之间的价值冲突似乎是难

以调和的。面对着不同价值原则之间的冲突，

一种常见的解决思路是在相互冲突的原则之间

寻求某种“平衡”。例如，龙俊在其对“我国重

大突发公共事件中价格管控法律完善的一般

原则”分析中就提出完善价格管控法律的一个

重要原则就是所谓“比例原则”，即在“效率”

与“公平”两种价值之间以某种比例来达成一

种“平衡”。[21]这种思路其实存在着较大的问

题：一是在实践中难以确定恰当的“平衡点”在

哪，这会使得政策取决于决策者的“任意性”，

这样既有可能导致各地区的政策选择出现较大

的差别，也不利于约束决策权力。[11]（P95-102）例

如，我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各地政府制定

的认定“哄抬物价”的具体标准就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21]引发了许多争议，这显然不利于生产

企业和商家对政策正当性的认同以及对政策的

自觉执行。二是“价值权衡”的困难还有可能引

起进一步的规范性问题，即虽然这种思路看似

有望兼顾两种不同的价值，但也有可能导致完

全相反的结果，即两种价值都没有得到很好的

实现。因此，在上文中提到的“避免对弱势者

的伤害”“促进商家做道德的事”这两种支持

价格管控的原则与“保护以高价进行必需品交

易的自由”这种反对价格管控的原则之间寻求

“平衡”也会面临上述难题，所以很难通过这

种方式确定一个合理的对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必

需品进行价格管控的正当性原则。

在这种困境下，一种可能更好的思路是，争

取找到一个可以为政策选择提供一种统一的价

值目标的价格管控正当性原则，这样就不用担

心在不同价值的实现上“厚此薄彼”，同时，也

可以避免由“价值权衡的任意性”而造成的政

策标准的不一致。

（一）“共同体”理论对政府价格管控正当性

的证成

从对于整个共同体的“共同善”的维护这

个角度出发，可以为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

管控的正当性提供一种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原

则。哄抬物价对整个共同体都是有害的，在这个

意义上共同体内的所有人都会受到这种行为的

伤害，因而限价措施还是可以依据“伤害原则”

而获得正当性。[11](P248-252)内奥米·扎克提出，根

据卢梭的理论，政府的重要功能就在于促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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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共同善”。而当社会中受

到突发事件影响最严重的弱势者的状况得到改

善时就能够促进这种共同善。这是因为如果在

共同体中已经存在着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灾

难发生时就很可能会被放大，这将造成团体的

分裂，从而损害建立在相同国籍或者共享的人

性基础上的共通性的假定，甚至影响到整个共

同体的团结与稳定。[22]虽然灾难的发生会对共

同体中的成员产生普遍的负面影响，但显然抵

抗风险能力更差的弱势群体受到的影响是更大

的。而在突发事件中哄抬物价的商家对这些弱

势者的冷漠态度显然不利于维持弱势者对商家

的认同，还很有可能会损害弱势者对于整个共

同体的认同——因为他们会认为对商家的做法

毫无约束的共同体并未将他们当作其中的“一

份子”来对待。同时，扎克没有注意到的是，如

果价格管控不考虑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客观因

素，教条地按照固定的标准执行，使得必需品的

供应商完全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显然也是对商

家的一种不公平对待，这也不利于维系他们对于

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像这样的情况发生得越

多，相关的认同感就会被削弱得越严重。

共同体认同感的削弱显然会危害到社会的

团结与凝聚力，从而对许多的“共同善”造成损

害。例如，集体行动就是一种重要的共同善。其

一，从工具性价值的角度来看，很多共同体的目

标——包括抵御灾难、降低由突发事件所造成

的不利影响——都需要通过共同体成员的集体

行动才能达成。[23]例如，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

的有效控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全国人民“举国

同心”、共同抗疫所取得的成果。其二，从非工

具性价值的角度来看，集体行动的实践本身也

是一种重要的共同体价值。例如，安德鲁·梅森

就指出，这种集体行动是一个共同体所内在要

求的共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24]而由于

对共同体的认同感是人们能够做出集体行动的

基本条件，所以这种认同感的降低不利于集体

行动这一“共同善”的实现。

首先，当一个人对共同体没有足够的认同

感时，他就很难产生“和其他同胞一起共抗灾

难”的想法，而是更有可能在“尽一切可能自

保”的想法下采取行动，这种想法显然不利于人

们做出“共同努力抵御灾难”的集体行动，也就

实现不了这种行动所具有的价值。

其 次，当人们缺 少对 共同体以及他 人的

“同胞”身份的认同感时，即使在发生灾难时

每个人都有“和其他人一起共抗灾难”的想法，

也不足以保证集体行动的有效做出。想法本身

并不一定能引起相应的行动，只有当想法成为

一种“意向”的内容时人们才会在它的指导下产

生行动，这是由“意向”的独有特征所决定的。

意向是一种特殊的意向性现象。一种被普遍接

受的观点认为，意向性就是指向性，[25]即是说其

是一种指向某种心灵外事物的心灵状态。例如，

一个学生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焦虑就是一种

意向性的体现，因其指向“将来的考试”。相比

之下，不知因何而引起的莫名的焦虑则由于并不

指向心灵外的事物，因而不属于意向性的范畴。

意向与信念、欲望等都属于意向性状态。其中意

向的一个特殊性就体现在它是通过意向者的行

动而得到满足的，并且为了实现这种满足，意向

的内容必须能在这种行动的产生过程中发挥因

果意义上的作用。这个特征被称为“因果性自

我指涉”。相比之下，欲望的满足并不需要欲望

本身在其中发挥因果性的作用。例如，“想变成

富人”的欲望可以因为任何使人变得富有的方

式而得到满足，但“想赚很多钱”的意向只有通

过意向者实际赚了很多钱的行动才能实现。[26]

显然，意向的“因果性自我指涉”特征使得其与

人们作出相关行为的动机具有密切的联系。因

此，一种以“我们一起抵御灾难”为内容的意向

的存在非常有利于人们做出这样的集体行动。

但是，要想使得“我们一起抵御灾难”成

为一种“意向”，如何说明这种意向可以符合

“因果性自我指涉”的特征就是 一 个需要解

决的难题。因为这种意向的内容不仅包括意向

者的行动，也包括共同体中其他人的行动，在

这个意义上其构成了一种“集体意向”。由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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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只存在于单个人的大脑中，这样的“意向”

如何能够通过“引起”所有人的行动来得以实

现呢？根据迈克尔·布拉特曼的观点，“意向的

相互依赖性”以及“行动者相互的回应性”能

够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所谓意向的相互依赖

性指的是每个人意向“我们一起做某事”都要

以相信其他参与者也意向同样的目标为前提，

因为否则的话就无法保证这样的想法能够通过

“我们”的共同行动而得以实现，也就是没有

实际意义的。当人们的意向相互依赖时，一个

人的“我们一起做某事”的想法就不仅通过他

个人的行动，而且通过为其他人产生相同的想

法提供支持，进而促使他人采取相应的行动，

从而有助于实现“我们一起做某事”的集体目

标。换言之，每个人对“我们一起做某事”的意

向都对追求“我们一起做某事”的所有行动者

的意向与行动有某种因果性的作用。在这个意

义上，就可以说一个人所产生的“我们一起做

某事”的想法不仅可以在因果意义上引起其本

人的行动，也可以“引起”其他相关行动者的行

动。[27](P64-70)不难发现，满足“意向相互依赖性”

的基本前提是可以合理地预期其他相关者会有

“我们一起做某事”的想法。第二，要实现意向

的“因果性自我指涉”，还需要人们在具体的行

动上能够相互回应。即使人们会产生相互依赖

的“我们一起做某事”的想法，这种想法也有

助于引起人们相应的行动，如果在这些行动之

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配合，就还是不一定能达到

共同的目标，也就不一定能满足意向的“因果性

自我指涉”条件。为了确保个人的行动能够促

进集体目标的实现，还需要人们对其他人的意

向与行动具有回应性，即在集体目标的实现上

能够与他人形成协作。这种回应性主要体现在

人们为了实现“我们一起做某事”的目标而产

生的关于具体行动的“次级意向”能够很好地

相互配合。例如，进行二重唱表演的演员在“我

们一起进行二重唱表演”的想法之下还会产生

“我在演唱中与搭档密切配合”的次级意向，

只有在这种更为具体的意向的指导下两名演员

的行动才可以相互回应，从而达成“二重唱表

演”的集体目标。[27](P78-83)

在重大突发事件的灾难中，放任商家哄抬

必需品价格所导致的人们对于共同体以及他人

的“同胞”身份的认同感的降低将不利于上述两

个条件的满足，从而阻碍“共同抗击灾难”的集

体意向以及相应的集体行动的产生。其一，在

突发事件中，当人们因为相互之间不正义的对

待方式而削弱了彼此的认同时，对他人存在着

“我们一起共抗灾难”的想法的预期显然会大

大降低。比如，人们会怀疑：那些只顾着自己赚

钱的商人怎么可能有“和大家一起抵御灾难”

的想法？此时也就更谈不上基于这种预期而产

生相似的想法乃至行动了。其二，在灾难中当人

们由于相互的对待方式不恰当而降低了彼此的

认同时，具体行动之间的“相互回应”是更难

满足的。事实上，商家哄抬物价的行为表明，他

们并没有打算在达成“共同抗击灾难”的目标

中尽自己的一份力，此时遭到不正义的对待的

消费者显然也不会有充分的动力在行动上“回

应”商家，甚至会由于对共同体认同感的降低

而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通过与其他人相互配合来

达成“共抗灾难”的目标。

因此，政府对生活必需品的限价举措有助

于避免哄抬物价行为所导致的人们相互之间认

同感的降低，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对于“共同体

成员的集体行动”这种共同善所造成的伤害，

也就可以依据“伤害原则”而获得正当性。

（二）“共同体”理论的优势

上述“共同体”视角的正当性原则是包括

商家以及能负担得起高价必需品的人在内的所

有共同体成员都很难合理地反对的。其一，“共

抗灾难”的集体行动能够保护共同体成员少受

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危害，这与“交易自由”所能

实现的“尊重个人选择”的价值是一致的——

灾难会严重地限制人们在许多重要方面的选

择，例如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就使人们的出行选

择受到了很多的限制，而“战胜疫情”的集体目

标的实现将有利于更多的选项向人们开放，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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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好地实现对个人选择权利的尊重。所以如

果能负担得起高价必需品的人和商家重视自由

交易的关键性理由是看重其中的“个人选择权

利”的价值，就应当支持而非反对有助于促进

集体意向与集体行动的限价措施，尽管这种措

施的确限制了“高价买卖必需品”这一个方面

的自由。其二，由于当限价措施为了维护弱势者

利益而不顾商家遭受的损害时，也会削弱商家

对共同体的认同感，从而不利于实现相关的集

体意向和集体行动，因而根据基于共同善的正

当性原则，这样的措施不会被认为是有正当性

的，所以这一原则也不会允许对商家的不公平

对待。其三，由于是以伤害原则作为正当性的最

终依据的，这个原则也避免了“道德家长主义”

原则因为允许国家将对个人价值的判断强加给

商家而对其个人自主造成的损害。因此，可以说

相比于“弱势者”视角和“受益者”视角的正当

性原则，这一基于“共同体”视角的原则是一种

更合理的关于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价格管控措

施的正当性原则。

这种从共同体视角出发的价格管控正当性

原则能够对所有相关群体给出合理证明的优

势，对继承和发扬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举国

同心”的伟大抗疫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

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的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上曾指出，中国的抗疫集中体现了中

国人民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28]这种

“全民抗疫”局面的形成与维持离不开政府相

关政策措施对所有人的平等关心与尊重，只有

这样才能使人们保持和增强对同胞与国家的认

同感，有助于形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集体意向和集体行动，为取得抗击疫情等重

大突发事件的最终胜利奠定关键性的基础。

五、结论

综上所述，通过比较不同视角下的正当性

原则，可以说明基于“集体行动”这种共同善价

值，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府对生活必需品的限

价举措是能够依据“伤害原则”而被证成的，这

表明经济学家“鼓励发国难财”的观点忽视了

价格管控措施所能实现的这种重要价值，所以

是错误的。这一原则意味着政府具体的价格管

控措施能否具有正当性取决于其是否有利于保

护这种共同善。根据这一原则，以对“共同善”

的保护作为重大突发事件期间政府采用限价

措施的政策目标也是更合理的。由于特定的政

策目标会对政策工具的具体选用提出特殊的要

求，所以将“共同善”作为实行限价政策的目标

也有利于对政策工具的恰当选择。例如，前文

中提到过，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我国的一些

地方政府对必需品价格的管控规定过于严苛，

所允许的商品“购销差”无法使得商家赚取正

当的利润，甚至会造成其亏本经营，这明显是

不合理的。这与政策制定者在制定限价政策时

未能确定一个恰当的政策目标不无关系。如果

政府明确将“避免对于共同善的伤害”作为限

价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就不会作出这样的规

定。因为当疫情发生时，相关必需品生产与销售

的成本上涨是真实存在的，完全不允许涨价就

是把疫情为社会中所有人所带来的负担都加到

商家身上，这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也可能

会损害商家对共同体的认同感，这同样不利于

人们通过共同行动来实现“共抗灾难”的集体

目标。依据“维护共同体的共同善”这个政策目

标，更合理的政策选择是允许因必需品成本上

涨而导致的适度涨价，给商家保留一定的利润

空间（以不引起多数消费者的强烈不满为限）。

同时，政府还可以对相关商品的制售者以及社

会弱势群体提供一定的补贴。此外，为了避免

“限价”后消费者囤积商品的潜在风险，以及因

此而导致的消费者之间矛盾的增加，同时对必

需品采取“限购”的举措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总之，合理地确定重大突发事件治理中政

府价格管控措施的正当性基础不仅有助于提升

相关政策的正当性，也有利于对政策执行的具

体做法提出适当的原则性指向，这些都有利于

相关政策更好地实现治理目标。考虑到政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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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核心手段之一，这种

探讨对促进国家重大突发事件治理的现代化水

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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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Price Regulation in Serious Emergencie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IU Wenhao

Abstract: Under situation of major emergencies, the phenomenon of “price gouging” often appears, 
and the price regulation measures generally adop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governance of this situation 
are faced with doubts from economics, such as “they will reduce the efficiency of market supply”, “they 
will damage free transaction” and so on. In response to these queries, we need to study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price regulation behavior. By comparing different legitimacy principles, it is helpful to find a 
more reasonable basis for this legitimacy. Most of the existing relevant studies a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ulnerable people” with poor risk tolerance. By using Mill’s “Harm Principle” to sort out and complete 
these legitimacy principles, it shows that although they are plausible, they still have methodological defects, 
that is, they do not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asonable objection reasons of other groups, and cannot pass 
the test of “could not reasonably reject” in Scanlon's contractualism method, so they can not justify the 
legitimacy of price regul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Legal Moralism”, reconstructing the legitimacy 
principle of government price reg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neficiaries" of price gouging also can not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uld not reasonably reject”. By comparis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 
the principle of “avoiding harm to collective action as a common good” developed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research is difficult for all groups to put forward reasonable rejections, which can provide justific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price regulation measures in major emergencies. This principle of legitimacy 
is conducive to establishing more appropriate policy objectives and policy tools for the government’s price 
regulation measures, and help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emergency governance.

Keywords: major emergencies; price gouging; price regulation; COVID-19 pandemic; harm principle; 
community


